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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水平存在性别差异吗？* 

曲佳晨  贡  喆 

(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成都 610068) 

摘  要  信任水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学界观点莫衷一是。一派研究者持信任水平性别差异观, 其中风险偏

好理论被用于佐证男性信任水平更高的观点, 女性在亲社会领域的优势则为女性具备更高信任水平提供支持; 

另有一派研究者以性别相似性假设为依据, 持信任水平无性别差异观。两派观点及其理论基础虽得到一定程

度支持, 但还有待从研究范式、东西方文化差异等角度阐明其合理性。未来研究可在合理运用信任测量方法

的基础上, 澄清信任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性别特征, 深化两性信任差异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 从而更好地揭示

信任水平的性别差异问题。 

关键词  信任, 性别, 信任博弈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信任即对他人的意向或行为有积极预期并敢

于托付(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Rousseau 

et al., 1998; 张宁 等, 2011)。从领域一般性−特殊

性(domain general-specific)角度, 信任可划分为一

般信任 (general trust)和特殊信任 (specific trust), 

前者大多表征个体普遍、较稳定以及无特定信任

对象的信任倾向(trust propensity)或特质(trait), 后

者则是对某个或某类具体信任对象的特定信任

(贡喆 等, 2021)。作为人类基本偏好(fundamental 

preference)之一, 信任与互惠、合作、背叛等人际

互动表现密切相关(Lemmers-Jansen et al., 2017), 

对个体行为有重要的支配作用 (Falk & Hermle, 

2018), 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润滑剂与整合社会

的粘合剂(严瑜, 吴霞, 2016)。若无信任, 社会生

活与经济互动也将不复存在(Derks et al., 2014)。 

在信任研究领域中, 学者综合多种研究方法

探讨信任的发生机制与个体差异问题(Buchan et 

al., 2008; Falk & Hermle, 2018; Macko, 2020; van 

den Bos et al., 2010; Zeffane, 2018; 辛自强, 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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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性别作为最基础、最核心的人口学变量, 成

为探索信任奥秘的关键切入点, 引起众多研究者

关注(Buchan et al., 2008; Dittrich, 2015; Derks et al., 

2014; Furumo & Pearson, 2007; Haselhuhn et al., 

2015; Lemmers-Jansen et al., 2017; Macko, 2020; 

Zeffane, 2018)。一方面, 信任对两性在职业选择

(Zeffane, 2015)、经济互动(Garbarino & Slonim, 

2009)、人际交往(Navarro-Carrillo et al., 2018)、社

会合作(Irwin et al., 2015)等方面的差异起关键解

释作用。另一方面, 作为人类性别偏向(sex/gender 

preference)领域的重要子课题 , 厘清信任水平的

性别差异问题对探明信任机制、阐释两性心理特

征均具备重要意义。 

信任水平存在性别差异吗？一派研究者持信

任水平性别差异观, 其中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

理论被用于佐证男性信任水平更高的观点(Croson 

& Gneezy, 2009), 女性在亲社会(prosocial)领域的

优势则为女性具备更高信任水平提供支持(Neufang 

et al., 2009); 与之相反, 另有一派研究者以性别相

似性假设(gender similarities hypothesis)为依据, 持

信任水平无性别差异观(Hyde, 2005)。本文旨在围

绕两派观点进行综述, 厘清信任水平的性别差异

问题。下文将首先介绍两派观点的实证与理论支持, 

随后基于当前研究进展, 分析并讨论两派观点及

其理论基础的合理性, 最后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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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任水平性别差异观 

2.1  男性信任水平具备优势效应 

2.1.1  实证与理论支持 

大量量表 (Irwin & Berigan, 2013; Zeffane, 

2018)与实验研究(Buchan et al., 2008; Chaudhuri 

& Gangaharan, 2002; Dittrich, 2015; Derks et al., 

2014; Garbarino & Slonim, 2009; van de Groep et 

al., 2020; Holden & Tiahum, 2018; Lemmers-Jansen 

et al., 2017; Macko, 2020; Romano et al., 2017; van 

den Akker et al., 2020; Wu et al., 2020)发现男性信

任水平具备优势效应。例如, Garbarino 和 Slonimb 

(2009)大规模的信任博弈调查显示 , 男性在全年

龄段中的信任水平均显著高于女性 , 且教育程

度、收入、种族、职业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均无法

对此进行解释。 

研究者主要基于风险偏好理论诠释男性信任

水平的优势效应(Croson & Gneezy, 2009)。风险偏

好是个体在投资过程中对待风险的心理反应、态

度趋向和投资意愿(Markowitz, 1952)。从传统经济

学视角出发, 信任是一种易受损情境中的风险决

策, 个体在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为近似风险投资

(Fehr, 2009)。大量研究表明, 信任与风险偏好密

切相关(Thielmann & Hilbig, 2015), 且与女性的高

风险规避(risk averse)倾向相比, 男性表现出鲜明

的风险偏好特征(Chaudhuri & Gangadharan, 2002; 

Charness & Gneezy, 2012; Croson & Gneezy, 

2009)。例如, Chaudhuri 和 Gangdharan (2002)的研

究发现, 与男性不同, 女性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

水平能显著预测女性在信任博弈中的投资金额

(β = 0.213, p < 0.01)。他们推测, 女性的风险厌恶

倾向可能抑制其信任表现。此外, 社会角色理论

(social role theory)也从风险偏好的视角诠释了男

性信任水平的优势效应。由于男性自古承担大量

高地位、高权力的社会角色, 往往被赋予独立、

自信、雄心勃勃的形象(Eagly, 2009; Eagly & Wood, 

1999; Zhao & Zhang, 2016)。因此男性可能基于社

会角色的要求 , 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典型的“男

性化”行为, 如高风险偏好, 行为更冒进等, 这促

使男性在易受损的信任情境中更多地表达信任

行为。 

2.1.2  分析与讨论 

本文总结发现, 男性基于高风险偏好表现出

高信任倾向的理论基础获得较为充分的支持

(Chaudhuri & Gangdharan, 2002; Holden & Tilahun, 

2018)。例如, Holden 和 Tilahun (2018)的研究表明, 

在控制两性风险承受能力后, 男性的信任水平优

势便不再显著。与之相关, 睾酮(典型男性激素)

对风险偏好的促进作用也为男性信任优势提供了

生理解释。Apicella 等人(2014)发现, 睾酮水平越

高, 被试在风险诱发任务中的冒险行为倾向越强, 

风险回避水平越低。 

不过, 考虑到信任博弈范式与风险偏好关系

密切(Thielmann & Hilbig, 2015), 且绝大多数运用

信任博弈范式(而非量表信任)的研究支持男性信

任水平具备优势效应的观点(Buchan et al., 2008; 

Chaudhuri & Gangaharan, 2002; Dittrich, 2015; 

Derks et al., 2014; Garbarino & Slonim, 2009; van 

de Groep et al., 2020; Holden & Tiahum, 2018; 

Lemmers-Jansen et al., 2017; Macko, 2020; Romano 

et al., 2017; Wu et al., 2020)。这意味着, 当前研究

结果一方面可以作为男性基于风险偏好表现出高

信任水平的证据, 另一方面或许表明男性信任水

平的优势效应依赖于信任博弈的范式特性。研究

发现, 风险偏好可能通过范式变动(如, 投资增值

率)影响博弈范式的内部效度, 降低其表征信任的

测量功效(贡喆 等, 2021)。有研究者甚至据此质

疑信任博弈范式测量的并不是信任(Sapienza et al., 

2013; Thielmann & Hilbig, 2015)。 Filippin 和

Crosetto (2016)就指出, 风险任务的投资回报水平

(即投资增值率)是引发性别差异的重要诱因。例如, 

Garbarin 和 Slonim (2009)发现, 女性在信任博弈

中对投资回报的期望远低于男性。若投资回报的

最大预期收益达到 30 美元, 两性信任水平存在显

著差异, 但当最大预期收益为 15 美元时, 信任的

性别差异就不再显著。由于信任博弈范式可能受

到风险偏好的影响, 因此, 在对信任博弈中发现

的男性强势表现进行解释时, 就需要充分评估信

任测量方法的潜在干扰。 

此外, 本文发现大多数西方信任研究支持男

性信任水平具备优势效应的观点(Buchan et al., 

2008; Chaudhuri & Gangaharan, 2002; Dittrich, 

2015; Derks et al., 2014; Garbarino & Slonim, 2009; 

van de Groep et al., 2020; Holden & Tiahum, 2018; 

Irwin & Berigan, 2013; Lemmers-Jansen et al., 

2017; Macko, 2020; Romano et al., 2017; W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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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Zeffane, 2018), 而在我国研究中, 该观点并

未得到充分支持(刘广增  等 , 2016; 李彩娜  等 , 

2016; 辛自强 , 周正 , 2012), 这可能与东西方信

任观的差异有关。王沛等人(2016)总结, 在西方社

会, 受托方能力、责任感等个人特质更受重视。

而在中国, 人们更强调人际关系因素, 重视先天

及后天的连带关系(吴继霞, 黄希庭, 2012; 杨中

芳, 彭泗清, 1999)。因此, 当前主流的西方信任评

价体系或许无法充分表征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信任

特征。例如, 东西方可能存在信任半径(trust radius)

的不同 , 导致被试在解读量表信任研究中“大多

数人是否值得信任”时, 对“大多数人”的理解范围

存在文化差异, 即集体主义文化(如中国)与个体

主义文化(如美国)相比具备更窄的信任半径(van 

Hoorn, 2015)。又如, Zhao 和 Zhang (2016)针对中

国被试的研究发现, 男性对女性的信任水平最高, 

男性对男性的信任水平最低。但西方研究却发现, 

男性对男性的信任水平最高, 女性对女性的信任

水平最低(Rapoport & Chammah, 1965); 另有研究

发现被信任者性别对两性信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Buchan, et al., 2008)。该差异可能与东方传统文

化强调男性占据主导, 而女性偏向服从的理念有

关(Zhao & Zhang, 2016)。 

2.2  女性信任水平具备优势效应 

2.2.1  实证与理论支持 

女性信任水平具备优势效应在一系列量表及

实验研究中得到体现(Falk & Hermle, 2018; Furumo 

& Pearson, 2007; Rodrigo-González et al., 2019; 

van den Akker et al., 2020; Zeffane, 2020)。例如, 

Falk 和 Hermle 于 2018 年发表在《Science》上涵

盖 76 个国家, 涉及约 80000 名被试的调查研究发

现, 女性信任水平显著高于男性。Rodrigo-González

等人(2019)则借助匿名化、随机化的多轮信任博弈

发现, 女性整体而言具备更高的信任水平。 

研究者通常从亲社会的视角解释这一现象

(Derks et al., 2014; Yamagishi et al., 2015)。亲社会

是一种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持

有亲社会观念的个体同时注重自我和他人的利益

(Pletzer et al., 2018; 魏真瑜 等, 2021)。有研究者

认为, 信任即道德和亲社会行为。例如, Uslaner 

(2002)提出 , 信任是一种道德义务 , 是假定他人

都值得信任的信念系统。脑科学研究同样揭示了

信任与亲社会的紧密关联。例如 , Krueger 等人

(2008)发现, 信任与互惠具有相似的脑机制, 均依

赖于心智化(mentalizing)和共情(empathy)相关的

神经系统, 具体表现为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以及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的显著激活。

更重要的是 , 众多研究表明 , 与男性相比 , 女性

亲社会水平更高 (Falk & Hermle, 2018; 郑晓莹 

等, 2015), 在友善、亲和、共情以及情感表达能力

等方面表现强势(Derks et al., 2014; Eagly, 2009; 

Eagly & Wood, 1999; Zhao & Zhang, 2016)。此类

特质可能促使女性在社会活动中更加关注互动对

象的情绪感受, 从而更好地帮助女性从亲社会直

觉或道德义务的角度做出信任决策。生理研究证

据为女性信任水平更高提供了侧面支持(Kosfeld 

et al., 2005)。雌激素(典型女性激素)被认为能够促

进催产素的产生(Choleris et al., 2008), 而催产素

作为“信任激素”, 可以显著提升个体信任(Kosfeld 

et al., 2005)、慷慨(Barraza et al., 2011)、合作(de 

Wilde et al., 2017)等亲社会行为的水平, 提示女

性在该领域的优势具备相应的生化基础。例如, de 

Wilde 等人(2017)发现, 催产素能显著提高个体为

获取团队利益而牺牲自身收益的决策倾向。 

2.2.2  分析与讨论 

本文总结发现, 女性基于亲社会动机表现出

高信任水平的证据尚不充分。Derks 等人(2014)针

对 206 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 亲社会虽能显著正

向预测信任水平, 但社会价值取向(亲社会)和性

别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信任预测因子。人口学数

据进一步显示, 女性亲社会水平虽更高, 但男性信

任水平却更为强势。甚至有研究表明, 男性在信

任水平和亲社会倾向方面均有优势(Kanagaretnam 

et al., 2009)。此外, 尽管有研究支持女性更倾向于

在不平等互动中(风险独裁者博弈, risky dictator 

game)投资(Hong & Bohnet, 2007), 但众多信任博

弈研究结果显示, 博弈双方持有金额的不对等状

态(不公平情境)并未显著激发女性信任(Buchan et 

al., 2008; Dittrich, 2015)。例如, Brülhart 和 Usunier 

(2012)的研究显示 , 被信任者持有金额多少无法

对两性投资行为产生差异影响。 

虽然女性信任的亲社会优势受到了研究质疑, 

但有大量证据表明女性不仅偏好从关系维持的角

度建立信任, 也更具备维护信任关系的能力(Cox 

& Deck, 2006; Haselhuhn et al., 2015; Sha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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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er-Søderholm et al., 2018; Zinchenko et al., 

2017)。Rodrigo-González 等人(2019)认为, 女性信

任决策更关注被信任者的相似性特征, 当被信任

者与信任者之间的同质化(homogenous)程度提高

(如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互相熟悉), 女性风险感知

水平就可能显著下降, 从而促进其信任意愿提升。

这与 Buchan 等人(2008)认为女性信任具备社群性

(communal)倾向和过程导向(process-based), 注重

程序性(procedural)的观点相符。研究发现, 女性

不仅看重被信任者的正直、相似性、社会距离以

及在互动中的友好感知(Cox & Deck, 2006; Warner- 

Søderholm et al., 2018; Zinchenko et al., 2017), 也

非常关注信任建立中的自身形象, 擅长在与社群

性密切相关的信任维度中表现强势(如情感信任) 

(Shao, 2019)。Macko (2020)指出, 当信任博弈采

用仅在“全部投资”和“不投资”中进行抉择的二元

信任范式时, 女性可能因“不投资”会被识别为敌

意行为, 继而更倾向于在二元范式中选择投资。

与背叛相关的信任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女性信任的

社群性偏向。Wu 等人(2020)的脑研究发现, 在信

任博弈中, 女性的膝下前扣带回(subgenual ACC, 

SgACC)在投资风险增加时激活程度逐渐降低 , 

提示女性在博弈互动中对背叛等社会风险的高度

敏感。更重要的是, Haselhuhn 等人(2015)的研究

显示, 与男性相比, 女性在遭受背叛后更能够保

持对背叛者的信任 , 具备更快的信任修复速度 , 

显示出女性信任在修复与保持阶段的弹性。据此, 

本文推测, 第一, 社群性与亲社会概念虽然相近, 

但二者并不等同。前者强调对互动关系的重视和

维持(Buchan et al., 2008), 后者注重对他人利益

的保护(Pletzer et al., 2018; 魏真瑜 等, 2021)。因

此, 女性信任的社群性特征, 或许并不能促使女

性在以风险偏好(信任博弈)为主导的信任测量体

系中表现出亲社会路径的强势。第二, 两性信任

差异研究大多仅表征信任建立阶段, 尚未充分涉

及动态化的信任发生过程, 这可能导致女性社群

性信任的优势难以充分彰显。第三, 两性互动的

差异性往往表现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 (Balliet et 

al., 2011; Croson & Gneezy, 2009), 受到互动对象

特征等女性特别关注变量的影响(Rodrigo-González 

et al., 2019)。然而, 当前该领域研究往往忽视此类

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 这也可能导致女性亲社会

层面的信任水平优势缺乏展现机会。 

3  信任水平无性别差异观 

3.1  实证与理论支持 

大量研究未发现两性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Hyde, 2005; Haselhuhn et al., 2015; Lemmers-Jansen 

et al., 2019; Li et al., 2019; Navarro-Carrillo et al., 

2018; van den Bos et al., 2010; 辛自强, 周正, 2012), 

为两性信任水平相近的观点提供了支持。例如 , 

Navarro-Carrillo 等人(2018)针对西班牙 889 名被

试的调查研究发现, 两性在一般信任、人际信任

以及团体去个性化信任 (depersonalized ingroup 

trust)中均无显著差异。 

研究者一般基于性别相似性假设解释两性信

任水平相近的现象(Hyde, 2005)。早在 1914 年, 

Thorndike 就指出 , 与单一性别内变异 (with-in 

gender variation)相比 , 两性的心理差异微乎其

微。性别相似性假设认为, 大多数心理变量的性

别差异效应量在小(0.11 < d < 0.35)到趋近于零

(d < 0.10)这一区间, 少数处于中等(0.36 < d < 0.65)

到大(0.66 < d <1)或非常大(d > 1)的水平(Hyde, 

2005)。Hyde (2005)旗帜鲜明的提出, 两性在大多

数的心理变量上水平相近, 并不存在根本差异。

其元分析研究表明, 两性约 78%的变量(该研究涉

及 124 个变量)差异处于小到趋近于零的水平。其

中, 信任性别差异效应量较小(d = −0.35), 而效应

量差异较大的变量则集中在与性、运动以及攻击

性相关的领域(Hyde, 2005)。依据经典社会角色理

论, 两性因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不同而表现出

人际互动方式的特异性(Eagly & Wood, 1999)。然

而,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两性社会资源的差

异逐渐消失, 传统性别角色日益解体, 这可能会

弥合两性的信任水平差异。Falk 和 Hermle (2018)

就据此推断, 两性在当今社会的行为与观念应更

趋于同化。辛自强和周正(2012)的研究证实了此观

点, 他们对我国 1998 年至 2009 年的信任研究开

展了一项元分析, 结果发现中国大学生的信任水

平并无显著性别差异, 且两性信任水平随时间推

近表现出趋同的态势。 

3.2  分析与讨论 

虽然存在大量实验证据表明两性信任水平相

近, 然而, 考虑到该观点的验证有赖于研究结果

的不显著, 因此两性信任水平相近的推论存在一

定风险。即或许由于测量方式、统计方法以及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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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限等问题未能使两性差异充分显现, 从而间

接验证两性信任水平相近的观点。例如, Haselhuhn

等人(2015)通过二元信任博弈范式发现 , 两性信

任水平相近, 且女性具有更快的信任修复速度。

而 Macko (2020)运用经典信任博弈范式则得到了

完全不同的结果, 他发现男性不仅信任水平更高, 

信任修复速度也更快。考虑到信任博弈范式的调

整可能受到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影响(如, 二元

与非二元) (贡喆 等, 2021), 或许 Haselhuhn 等人

(2015)与 Macko (2020)研究结果的差异实则与范

式变化有关。有证据表明, 与非二元信任博弈中

男性明显表现出优势效应不同, 在绝大多数二元

信任博弈中, 男女信任水平差异不显著(Binzel & 

Fehr, 2013; Haselhuhn et al., 2015; Kiyonari et al., 

2006; van den Bos et al., 2010)。因此 , 诸如

Haselhuhn 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究竟是支持了两

性信任水平相近的观点, 又或是信任范式运用的

结果, 就需打上问号。 

本文认为, 信任测量范式本身的不足可能是

两性信任差异未得到捕捉的重要原因。一方面 , 

信任博弈范式难以充分表征多维度信任。信任依

据被信任者特征可划分为能力信任(ability trust)、

正直信任(integrity trust)以及善意信任(benevolence 

trust) (Mayer et al., 1995)。有观点认为, 信任博弈

中的信任行为主要基于善意层面, 很少涉及能力

和正直维度(Levine & Schweitzer, 2015)。因此, 信

任博弈单一的维度考察可能无法充分揭示两性多

信任维度的差异。另一方面, 量表信任缺乏生态

效度。信任量表多为基于模糊情景的自我评定 , 

表征个体非情境化的信任态度。然而实际生活中, 

信任是高度结构化、情境化的行为。由于量表信

任难以体现信任决策的复杂过程, 或许令两性信

任差异难以充分表露。 

此外, 性别相似性假设的可靠性仍有待进一

步检验。一系列研究表明, 两性偏好差异与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性别平等程度呈正相关, 日益

发展的社会经济不但未能弥合两性差异, 反而促

使两性展现出更加传统的角色定位(Falk & Hermle, 

2018; Mac Giolla & Kajonius, 2019; Schmitt et al., 

2017)。例如, 在性别越平等的国家中, 女性具备

更高水平的忧虑 (worried)、社交 (social)、好奇

(inquisitive)、关心(caring)、尽责(responsible)等典

型传统女性特征(Mac Giolla & Kajonius, 2019)。同

时, 两性若干心理特质(黑暗三联征、自尊、主观

幸福感、抑郁水平、价值观等)在性别角色(gender 

roles)更平均, 性别社会化(gender socialization)更

完善 , 两性社会政治地位 (sociopolitical gender 

equity)更平等的地区中差异也更显著(Schmitt et 

al., 2017)。社会经济发展不只满足人类生存需要, 

或许还为两性展现差异创造条件(Falk & Hermle, 

2018)。 

4  展望 

4.1  合理运用信任测量方法 

信任博弈与量表信任作为主流信任测量方法, 

二者在两性信任研究中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与

信任博弈极大程度支持男性信任水平具备优势效

应不同, 量表信任研究对男性信任水平具备优势

效应(Irwin & Berigan, 2013; Zeffane, 2018)、女性

信任水平具备优势效应 (Falk & Hermle, 2018; 

Zeffane, 2020)以及两性信任水平相近 (Navarro- 

Carrillo et al., 2018)的三种主要观点均提供了一

定程度的支持。该差异可能与研究范式运用有关, 

给阐明两性信任问题带来一定隐患。 

信任博弈方面, 信任博弈作为以投资水平表

征信任的间接测量方法, 通过“投资行为”指代信

任可能引入无关变量, 对内部效度产生不良影响。

例如, van den Akker 等人(2020)提出“男性倍增效

应” (male multiplier effect), 即当博弈范式中包含

获益乘积倍增时, 男性无论是作为发起者(信任博

弈中的投资者), 还是作为回应者(被投资者), 都

比女性投资更多, 体现男性投资倾向密切受到研

究范式中风险偏好因素的干预。因此, 未来研究

需要综合采用多种方法, 进一步验证信任博弈范

式变动的科学性, 尝试剥离“投资情景”对信任范

式的干扰。其中, 需要重点关注男性在信任博弈

中的优势地位多大程度上基于“信任”而非“风险

偏好”。研究者一方面可在信任博弈研究中主动施

测风险偏好等变量, 检验两性投资水平与风险偏

好的关系; 另一方面, 还可借助质性研究的方法, 

探明两性在信任博弈中于认知、态度、情感等层

面的异同。 

量表信任方面, 对于两性信任水平差异在信

任博弈和量表信任中的相对特异性表现, 可能有

以下三种原因。第一, 量表信任以主观汇报的方

式表征个体信任倾向, 未涉及信任博弈的风险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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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情景。据此, 量表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男

性可能因信任博弈范式获得高信任的潜在问题。

第二, 与信任博弈范式相比, 量表信任涵盖的信

任类型更加全面, 可能更充分地体现两性在多种

信任类型中的相同和相异偏向。第三, 信任博弈

是信任的间接测量范式, 而量表信任则是信任的

直接表征方法(Bauer & Freitag, 2018)。还有观点

认为信任博弈与量表信任分别表征信任的行为与

特质两种系统(贡喆 等, 2021)。因此, 当前研究结

果也可能揭示了男性在信任间接测量体系和信任

行为方面的强势, 而该优势效应在直接评判信任

特质的测评系统中并不显著。 

综上, 本文认为, 未来应更合理地运用信任测

量方法, 一方面, 尝试剥离信任博弈范式中投资

情景本身造成的干扰; 另一方面, 采用多测量手

段并重的方式表征多维度信任(如信任博弈加量

表信任)。通过横向比较不同研究和不同测量方法

的研究结果, 可以更精准地捕捉两性信任行为的

具体特征, 有助于真正厘清两性信任的差异问题。 

4.2  澄清信任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性别特征 

当前研究对信任变量的理解和操作普遍较为

静止和片面, 尚未充分涉及信任动态化的心理发

生过程。本文认为, 信任动态化至少体现在以下

三方面。第一, 从信任的发生机制角度看, 信任在

个体及人际层面具备动态化的发生机制 ; 第二 ,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 信任的毕生发展轨迹存在

性别差异; 第三 , 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 , 信任的

动态化还体现为不同文化背景对信任的差异影响。 

从信任发生机制角度看, 信任作为动态化的

心理发生过程, 可分为建立与发展, 背叛与保持

两部分(张宁 等, 2011)。在以往研究中, 研究者大

多侧重于信任建立环节, 而对信任发展、背叛与

保持未能给予足够关注。研究初步表明, 男女在

遭遇背叛后的信任保持和修复方面均存在显著差

异(Haselhuhn et al., 2015; Macko, 2020)。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 信任的个体化发展进

程并非一成不变。研究表明, 信任与年龄存在显

著正相关(Castle et al., 2012; Li & Fung, 2013)。但

也有研究者认为, 信任与年龄并非简单的线性关

系。例如, Sutter 和 Kocher (2007)发现信任水平从

幼儿期到成年早期几乎是线性增长, 但在成年中

期和晚期趋于稳定; 还有研究者提出信任水平与

青春期存在微弱但显著的负相关 (Derks et al., 

2014)。然而, 当前两性信任水平的差异研究尚未充

分考察年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有研究初步表明, 

男性的信任水平随年龄发展呈现倒 U 型变化, 但

女性信任水平与年龄的相关不显著(Dittrich, 2015)。 

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 不同文化背景可能对

信任产生差异影响。文化是影响个人认知和行为

的重要因素, 人际信任的产生依赖于特定的文化

背景和社会结构(王沛 等, 2016)。研究者指出集

体与个体主义文化背景赋予东西方不同的信任表

现(吴继霞, 黄希庭, 2012; 王沛 等, 2016; 杨中

芳, 彭泗清, 1999)。东西方信任差异可能体现在信

任水平和维度两个层面。在信任水平层面, 传统

东方文化可能塑造出较低的信任水平。例如 , 

Yamagishi 和 Yamagishi (1994)发现, 日本社会强

调人际关系网络的文化导致其国民信任水平显著

低于美国。从信任维度的层面出发, 东方文化可

能塑造出关系倾向的信任特征。Hu (2007)的研究

表明, 中国台湾的管理者更信任关系亲近的员工, 

而美国的管理者更信任能力强的员工。不过, 当

前研究尚无法回答不同文化背景对两性信任水平

和特征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因此, 未来

研究有待从文化与性别交互的视角出发, 考察两

性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信任异同。 

4.3  深化两性信任差异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 

行为实验初步探讨了两性的信任差异问题 , 

但信任背后的神经机制并不清晰(Wu et al., 2020)。

研究者难以仅从行为或特质层面厘清两性信任水

平差异的内部机制和发生过程, 因此, 通过深化

两性信任差异的神经生理研究, 有利于从根本上

揭示两性的信任差异问题。 

Lemmers-Jansen 等人(2016; 2019)的系列研究

发现, 两性在互惠情境中的信任投资存在脑区激

活差异, 而在背叛情境中的脑机制差异不显著。

不过, 两项研究发现信任水平的性别差异并不一

致(前者两性信任水平在基线、背叛情境中差异显

著, 后者在所有情境中均不显著), 尚无法充分说

明两性信任水平的认知神经机制与脑功能定位。

此外, Wu 等人(2020)虽然发现男性在信任博弈中

比女性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信任, 且在与认知控制

(cognitive control)、自我参照(self-referencing)相关

脑区存在显著激活。不过, 考虑到该领域研究数

量较少, 且信任博弈范式可能存在一定缺陷, 因

此两性信任差异的脑机制研究仍有待深入。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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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 信任的主要脑区定位在内侧前额叶皮质、

尾状核、杏仁核和脑岛(张蔚 等, 2016), 未来研究

可综合运用 ERP, fMRI 等技术着重从信任关键脑

区入手, 更系统地考察两性信任水平异同的脑机

制。例如, 考察两性在多种信任情境中是否存在

特异化的信任神经通路(如, 男性偏风险偏好, 女

性偏亲社会等), 从而对当前研究做出更好的解释

和补充。 

研究者还可以从生理激素层面探究两性信任

水平的差异机制。现有研究表明, 性激素与个体

社会认知、社会行为息息相关。例如, 有研究发

现雌二醇和孕酮对女性知觉威胁信息的显著促进

效果(Conway et al., 2007); 睾酮对个体共情能力

(Heany et al., 2020)具备复杂影响。因此, 差异的

性激素基线水平可能是两性不同信任特征的重要

来源之一。对于典型的信任相关激素(如催产素), 

未来研究尚需从性别交互作用的角度深入考察。

考虑到女性生理周期可能对催产素功效存在影响, 

当前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男性被试做出的推论

(岳童 等, 2017)。然而, 岳童等人(2017)指出, 对

于男性而言 , 催产素使其表现出更强的竞争性 , 

并对奖赏刺激更加敏感; 而对于女性, 催产素则

是提高她们对积极情绪信息的知觉, 使之表现出

更强的合作性、利他性, 还可能抑制女性奖赏系

统的激活水平。因此, 生理激素可能对信任施加

非一般性的影响, 其对两性的差异作用还与其他

因素有关, 有待未来研究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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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here sex differences in trust levels? 

QU Jiachen, GONG Zhe 
(School of Psychology,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Academic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regarding the sex difference in trust level. One group of 

researchers holds the view of sex differences in trust levels, where risk preference theory supports the view 

that men have a higher level of trust, and the advantages over the women in the prosocial field provide 

support for women to have a higher level of trust. However, another group of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 sex difference in trust level, which is based on the gender similarities hypothesis. Although the views of 

the two groups and thei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have been supported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they need 

to b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and clarified about their r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paradigm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Future research use trust measurement 

methods need to be more rationally, then clarify the sex characteristics of trust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change,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tru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es, thus fundamentally better reveal the issue of sex differences in trust levels. 

Key words: trust, sex, trust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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